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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中国文化的暗线及其显影

张超中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摘要：中医药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是决定其理论建构与阐释方式的基础问题。在科

学方法不足以充分阐释中医药的情况下，需要从中医药理论自身建构的历史过程

出发，从中国上古文化“为己之学”的原意中寻找其作为学问的本性。以此为基

点，中医药不仅成为中国文化的母体和源头活水，而且由“暗”转“明”，成为

中国文化的新主体和新的阐释方式，并开拓出经由中医药而“通古今之变”，阐

释未来和开创未来的新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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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定性与定位问题一直是中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百年以来，无论

中医药的从业人员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医药在国家的学科分类体系中皆被归类于

自然科学，目前的中医学、中药学和中西医结合学仍然处于这种格局之中。随着

中医哲学和中医药文化等有关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中医药的人文属性逐渐彰显

并变得不可忽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

“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中医药工作“要遵循中医药发

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都说明对中医药的定性和定位问题直接决定

了顶层设计及其精神的贯彻落实。从现实情况来看，对中医药性质的认识不清晰

和落实中央精神不到位的现象普遍存在。面对类似的这种现象，中国哲学史学会

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刘长林教授曾经自担责任，认为这是自己的研究不

到所致。为此他与孙关龙、宋振海等同仁一起倡导“自然国学”研究，力求推进

全社会对中医药性质的全面理解和把握。2016年 12月 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医药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自 2017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该法第二条指出：“本法所称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

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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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①应当重视的是，这里把“中华民族”

定义为“中医药”的创造主体，体现出时代发展对中医药的定性已经发生了新的

变化，旧有的把中医药归类于“自然科学”的格局也应该随之而变，即应当基于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融合过程，并在中国文化“千年之变”的基础上解

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期通过对建构新的全球健康文明的阐释和实践，有

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此应当首先力求“通古今之变”，从中发现

中医药的历史新定位。

一、中医药的文化主体性及其阐释体系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对当时称为“方技”的中医有总评，感叹其“技

术晻昧”：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

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

方技为四种。②

此处所谓的“晻昧”，不仅是指狭义性的“技术”，也是指“上医治国”传统

的暗昧不彰，即随着医官地位的下降，“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的功能也逐

渐丧失。司马迁作《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从中可窥春秋战国以来医生社会地

位之一斑。汉代以降，这种情势并无多大改变，清代徐灵胎在论医生地位时，也

是感叹万千，认为社会不重视医道，其结果就是生灵罹祸，文化不振。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来的则是中医药的自主发展问题一直未明，

并隐藏在国家兴亡和民族独立的浩浩荡荡之势中，也就是说，与传统社会中医药

的文化弱势相比，近现代社会的中医药未能彰显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与这种状态

相适应，在中医药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过程中，“自主”也被“科学”“哲学”“现

代医学”等置换和遮蔽，致使中医药陷入了一种“不由自主”的被动阐释意识和

语境。日积月累，渐愈百年，潜移默化，习以为常，如今要“颠覆”这种“习以

为常”的认知方式，需要学术界从基础理论问题的视域出发，深入研究中医药的

自身发展规律，用新的“解蔽”理论和方式重新阐释中医药的文化主体性。从中

① http://www.natcm.gov.cn/fajiansi/zhengcewenjian/2018-03-24/2249.html
② [汉]班固：《汉书》第 16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版《二十五史》，1986 年 12月。

http://www.natcm.gov.cn/fajiansi/zhengcewenjian/2018-03-24/22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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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学会通的视域来看，“阐释”就是“解蔽”，“阐释学”的精神与方法对解释

和阐发中医基础理论的内核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即二者皆注重“精神”的规律及

其实践，但是这种助力只是外缘，根本的阐释只能奠基于中医药的“自明性”；①

而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上述的“自明性”所规定的实际上是新时代对西学“遮

蔽”的“解蔽”，也就是说，原来的“以西释中”模式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

命，其所遗留的未能解决的问题只能依靠“中学”的自力才能完成。这时一个因

应外来文化挑战的现实问题，其情其景，真可谓唐宋之际“古文运动”的再现。

刘宁指出，与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肯定相比，现代哲学界和思想界显现忽视了

韩愈对中国思想发展的贡献。②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实际上创造了一种

新的“解蔽”方式，即在追溯中国文化“道统”的基础上，通过“文以载道”的

阐释方式，促进了中国原创思想“自主意识”的觉醒，实现了佛教中国化背景下

儒学的复兴，为开创中华文明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新格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我们看到，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对韩愈推崇备至，赞其“文起八代

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的评价是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做出的，认为韩

愈借助于新的教化方式，改变了中国上古之道被普遍遮蔽的局面。推古验今，所

以不惑。韩愈以“古文”为解蔽方式，通过“文以载道”的实践宣传普及了中国

文化的时代精神。那么在推进西方文明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寻找和创造“与时

俱进”的新的解蔽方式也势在必然。

从历史来看，新的解蔽方式皆是与“综合创新”的时代任务相适应的思想方

式，且各有其主。《庄子·天下》评判百家之学，其实是以“古之博大真人”作

为解蔽标准的，这既是对“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的具体诠

释，也是对知识本身的反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养生主》）如果认识不到知识是主客体的统一，

舍人舍身而逐知，那么求知行为所带来的只能是不可持续的后果，这对学派及其

创始人来说皆是悲剧。“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

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

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悲夫！”（《庄子·天下》）后来的《荀

① 张超中，中医学的自明性问题——兼评《中医学的逻辑哲学：中医原创思维与中西医逻辑比较》[J]，江

凤艳、陈玉梅主编，中医药历史与文化（第四辑）[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② 刘宁，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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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解蔽》虽然对庄子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蔽于天而不知人”，其实这是一种

“圣人”对“真人”的价值判断，体现出儒道两家精神价值追求的差异。而在这

差异之外，荀子认为，只有具备“壹虚而静”“大清明”的素养才能胜任“解蔽”

之繁，这与《庄子》的“真人说”则有相通之处。汉代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亦然，他主张归本于“道家”，原因也是“道家使人精神专一”，“指约而易操，

事少而功多”，既传承了“真人”传统，又能有助于在社会的竞争中胜出。

从上可见，中国文化具有一以贯之的解蔽传统，即在“人能弘道”的前提下

实现“文以载道”，确定了“人”对方法的先在性。这是一种与现代还原性的科

学方法对人的遮蔽完全不同的方法传统，实际上整体性方法的精髓也体现在这里。

2003年夏天，我从《老子》关于“人”（官长、侯王）的主宰性的论述中看到了

其关键作用，解决了“整体的生成机制”这一整体论方法的核心问题，其要义就

在于“人”是整体论的基点，没有人参与的整体就不是真正的整体。从整体论出

发，原本的科学问题则一变而成为文化问题，科学的转型发展问题也就必然与文

化和文明的转型发展联系起来，即只有“迷途知返”，在方法中加入“人”，才能

促进解决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与此同时，这一方法论上的发现促进

了对中医药的再发现，亦即中医药在理论与实践中对“人”的强调和遵循，使得

其成为整体论的最佳典范。从此出发，董光璧先生认为，未来的科学与文明发展

应当以中医药作为评判的“镜鉴”标准。这就是说，只有亲近中医药，才能获得

对于未来的“真知”。《庄子》认为“有真人然后有真知”，与“百家”的“往而

不反”不同，“真人”“真知”的表现就在于“知”“反”，亦即《老子》所说的“反

者道之动”。

由此来看中医药自主发展的战略问题，近现代以来其“自主性”的迷失恰恰

在于“科学”对“文化”的遮蔽，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则在于去掉“遮

蔽”，开创文化引领未来的基础路径。我们看到，以科学作为标准，中医药曾经

一度被认为是“无理可通”，“阴阳五行”更是被称作“迷信的大本营”。在那种

“无处可逃”的时代压力下，中医药研究者对各个领域的新理论都情有独钟，以

便阐释中医药的合理性，为其实践应用和传承发展扫清障碍，其思想行为并无不

当之处。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与中医药全然合辙的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哲学理论至今尚未发现。尽管没有发现有另一个“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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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借助于“他者”却发现了自身，实现了对中医药自身的再发现。我认为，对中

医药的再发现既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的基础性成果，也是为“天下”解

蔽的新方法。如今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更是需要振弊起新，为“天下”解蔽。这

不仅将会直接促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也将深刻影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

成。

二、中医药的文化定性及其定位

至今为止，与我国对中医药科研的投入和支持力度相比，中医药文化的研究

与普及显得远远不够。由于缺少文化的强力支撑，虽然在对中医药的发展战略研

究和对中医药事业的国情调研过程中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对策，但我国中医药事

业发展的整体气象尚不够“中医药”。与此相联系，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

业委员会从 2006 年筹备和成立以来，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在

总体上一直致力于改变原来的被动阐释方式，以期发挥中医药理论方法自身的原

创潜力。这是一项时代性的任务，即在中医药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主体，

并正在深刻改变原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基本格局的情势下，如何让社会大

众意识到并促进其实现“文化自觉”，这是理论工作者不可回避且要必须完成的

时代课题。也就是说，揭示中医药的中国文化新主体性质，使其历史性的由“暗”

转“明”，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文化基本格局发生变化的必然要求。

由于缺乏大的历史视野和历史意识淡漠，“阐释学”的中国化过程显得比较

曲折，学术界多限于中西哲学及其思想学理性的比较研究，而对中国文化的“千

年之变”认识不足，致使所谓的“阐释”难以阐释中国文化的新精神。出现这种

情况的基本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化被动为主动的阐释体系。从理论上看，应当敢

于承认中医药理论的“合理性和卓越性”①，使其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明灯”。

基于上述认识，中医药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应当是一个放弃原来被动阐释

自身合理性的旧路径，建立以中医药自身为标准从而阐释新世界的历史过程。这

将是一个与全球科技转型和文化文明转型相一致的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也是充

分发挥中医药的原创潜力和阐释能力，从而使中医药焕然一新的创造性发展过程。

① 王树人，中国新礼乐文明构建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N]，中国中医药报，2025 年 8 月 27 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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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中医药也正在成为健康时代下全球科技的新主体，并将深刻改变人类

对科技的认知。“总将新桃换旧符”，可以说中医药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积

极的促进因素，可解“百家”之蔽，可启“百家”新思，成为新科技、新文化和

新文明建设的基础性资源。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尽管中医药的发展仍然存在各式各

样的问题，但是中医药发展的春天已然到来，只是春寒料峭，理论热度尚待提升。

由此再看历史上关于“解蔽”的争论，由于强调了人的主体性，中医药与各家之

间亦有通路。能否意会到这种通路将取决于“百家”自己，中医药的自主阐释及

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只能起到促进作用。《老子》曾经告诫过，“夫代大匠斫，希

有不伤其手。”由此可见，在中医药的自主阐释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

如何做到恰如其分的阐释，这将是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实际上，应对上述挑战的基础方式还是认识自己，做好自己，传承发展“为

己之学”。通过对中医药文化性质的进一步研究，我发现中医药学非但亦为“为

己之学”，且是中国文化“为己之学”的总纲，①这是经过多年的体认才逐步确

立的基本结论。在 2016 年举办的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十周

年的报告中，中医药的定性问题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且亟待确定的基础问题。在

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成圣”“成仙”“成佛”已经成为雅俗皆能认同的对儒道释

文化的定位，至于如何为中医药定位，限于当时的研究水平，只是根据孙思邈“大

医精诚”的精神，提出了“大医”可作为备选项，但未能成为定论。从“大医习

业”的素养来看，作为一名“大医”，其主要职能还是治病救人，服务社会，对

儒道释学问的学习和研究不可或缺但处于辅助地位，可谓相辅相承。与一般水平

的医生相比，“大医”确实做到了“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但从“内

圣外王”的中国文化传统来看，“大医”属于“外王”范畴，尚未到“究竟”境

界。如今把中医药看作“为己之学”，并由此解释中国文化的“古今之变”，真具

有“心手相应”，触物皆通的阐释效应。

三、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文化的澄明之境

① 张超中，中医药的全球教化[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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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医药入手考察中国文化的古今之变，这是一个新的阐释方式，以此“解

蔽”和“去蔽”，将会逐渐开拓出来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新

境界。事实上，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重新看待中医药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

并对其学术渊源进行研究并给出合理的解释，此非达到“真知”而后可，即应当

通过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创立者——“真人”的视域以“解蔽”“去蔽”。①《老子》

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立足当下，展望未来，通过中医药而“智”“明”

兼取，“道通为一”，这是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条件下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的

新阶段。

在中医学的元典《黄帝内经》中，“真人”是上古文化教化的原点，“神”和

“神明”则是中医药理论和技术的生发点，即逻辑原点。② “神”即“精神”，

有“神”则“明”，其基础功能是对生长化收藏的主宰，有此主宰则有中医药理

论体系在，无此则莫名其用，委之他人。“明”此道理则能自作主宰，协和“百

家”。与此相比，现代科学与医学对“精神”之主宰性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和整

体性，或者说现代科学与医学对中医药理论的这个特性做不到自洽性的阐释。因

此，对中医药理论的阐释只能通过对其建构历史的研究而实现。这个研究过程实

际上是一次思想考古的历程，也只有经过思想考古，才能对古真先贤有一“同情

的理解”，从而把握“古今之变”的原点。

大体来看，中国文化历经了三次大的“古今之变”，即上古周秦之际“礼乐

文明”向诸子百家的转变，中古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近世西方文明的传入及

其中国化。考察各个时期的特征，可以说第一次是纯粹的“古今之变”，其变化

可用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来概括，也可用出世入世来指

代。那么要真正把握这次变化，需要对“为己之学”进行深入考察而不是一语带

过。只是以往的考察和研究多限定在儒家和道家，虽有王冰等医家认为《黄帝内

经》亦是“三坟”之学，但社会的主流文化对此并不深究，医学仍然由于是实用

之学而难以占居精神文化的制高点。如今在推进西方文明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医

药学得以被重新发现，由此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竟然看到中医药一直

是诸子百家论证其自身合理性的工具和标准，其意蕴与前述的董光璧先生关于中

医药的未来定位相通。这是一个尚待深入开展研究并全力实施的国家重大文化工

① 同上.
② 张超中，黄帝内经的原创之思[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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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过这个文化现象可足以表明医学是上古文化的母体和源头，其特征就是“为

己之学”。只是随着第一次的“古今之变”，“为己之学”不明，中医药也随之成

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暗线，其精神散入百家，可也正是这条暗线使得经史子集各具

其妙而又“殊途同归”。

正如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一样，“为己之学”在中国文化的创立和发

展中的地位及其意义也需要进一步澄清。我们看到，佛教传入之后，中国人的精

神世界更加多样化，最后演变为儒道释三教并立的中国文化新格局，中国文化成

功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传入之初的“礼俗之争”也以在家出家“和而不同”的

方式而共存。若进一步追究，禅宗亦实为“为己之学”，此可从《六祖坛经·行

由品》见其端由：

慧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

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

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其已悟本性，谓慧能曰：

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大夫、天人师、佛。①

用“神明”意会“自性”“本性”“本心”，可见“为己之学”也在佛教中国

化的过程中建有不磨之功。

近世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的中国化问题一直促进中国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核心问题。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经提出如下论断：“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

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

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从上述精神来看中医药的“古今之变”，中医

药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主体已是历史之必然。因其固然，“为己之学”之“不争”

的特性恰恰是化解“纷争”的得力“神器”。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并达

成共识的新思路，从此出发，中医药的新征程将任重而道远。

① [唐]释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7.


